
第 72 卷第 6 期 2019 年 11 月
Vol. 72 No. 6 Nov. 2019 180∼186

DOI:10.14086/j.cnki.wujss.2019.06.017

新时代农民守望相助的存续

吴春梅

摘 要 守望相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邻里帮扶、利益反馈、熟人规范等传统

内涵和契约互助、利益交换、公正法治等现代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守望相助遵循人民公社

时期的守望承袭与互助固化、新时期的守望消解与契约建构、新时代的守望悬浮与合作互助

的存续逻辑。农民守望相助在向现代转型中遭遇互助精神阶段性缺失的“存续之困”，必须瞄

准守望相助的新时代化难题，促进情理与法理的整合，创造“利益关联—情感联结—组织纽
带—规则共享”的生成条件，完善“认同—互惠—受罚—存续”的新机制，着力向全覆盖、全领
域、全方位意义上的体系化互助转变，确保守望相助在新时代的农村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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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互助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互助思想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从解决农民互助

问题出发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从未放弃如何将农民联合起来开展互助的艰辛探索。因为它是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民互助就不可能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新时代的乡

村文明。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性的消解”[1]（P10）内含了农民互助精神的逐渐消解，农民互
助正在遭遇“转型之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望相助、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2]（P51），唯
有“重真情、尚大义”，“才能铸就守望相助、天下同心的人间大爱”。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超越社会转型论

“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范式的局限，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互利共赢为价值导向，在农民守望相助
的新时代化中实现传统情理与现代法理的有机整合，提升农民的互助精神，助力乡村振兴。

一、农民守望相助的传统与现代内涵

互助是指个体通过联合方式给彼此情感、物质或社会的帮助。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在孤立的个体难

以满足需要时，就会借助互助以维持生存、促进发展和提高福利。中国农民的守望相助具有悠久的历史，

长期沉淀的邻里帮扶、利益反馈、熟人规范等传统内涵，维系着熟人社会中私人的道德。改革开放以后，

伴随着现代性的农村嵌入，农民传统守望相助的社会关系基础被逐渐解构，衍生了合作互助、利益交换、

公正法治等现代内涵，旨在维系契约社会中团体的道德，虽然步履艰难。

（一）传统内涵：邻里帮扶、利益反馈与熟人规范

传统守望相助，是指农民在一定的农村范围内，基于特定的历史、信仰和风俗所形成的，以情理为

主线的熟人互援型互助及其生产生活状态。其内在规定性是习俗信任纽带下的熟人互助、私人领域互

助、价值型互助的有机统一体。内生于传统熟人社会，广泛存在于民间交往领域，注重伦理规范，涵盖互

利和利他双重取向。守望相助语出《孟子·滕文公上》，“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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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这表明，在一个安土重迁、世代相守的传统农村社会中，农民容易形成远亲不如

近邻的互援互助，守望相依、真诚相待、互相帮助是守望相助的原初含义。

“邻里帮扶—利益反馈—熟人规范”是传统农业社会基于血缘与地缘通融耦合所形成的，中国农村
根深蒂固的守望相助的传统内涵。守望相助绵延于传统中国，是熟人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自发形成

的内生型互助 [3]（P265）。它广泛存在于“格犋”“合犋”“街弹田社”等农业生产之中和婚丧嫁娶、建房筑
院、扶危济困等日常生活之中。它既是建立在农民情感、心理、习俗和生活实践之上的习俗型信任关系，

更是扎根于农民心中的基本行为规范，主导着传统小农的生产生活。从本质上看，它是以熟人习俗型信

任为基础的农民自发性互助，是基于生存理性的社会内涵、经济内涵与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体。

邻里帮扶是农民传统守望相助的社会内涵。农民的邻里帮扶水平直接决定了传统守望相助的彰显

程度。农村自发性的内生秩序，最为典型的就是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互助合作，包括耕牛合养、农具

共用，建房种田帮工、信息共享等。在农村生产力落后且封闭分散的情况下，单个农户无法独立完成生

产任务或面临生活困难时，总是希望依靠亲朋好友的帮助。这种生存需要是普遍的，农民因此而不得不

相互依赖，借助互助来实现互利共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农民邻里帮扶传统。

利益反馈是邻里帮扶得以可持续的基础，是农民传统守望相助的经济内涵。农民自发的邻里帮扶背

后，内含着隐性的利益反馈共识。你有困难时我帮助你，就意味着你默认了我有困难时你得帮助我。没

有充分的理由，只接受帮助而不帮助他人的人最终会被无形地置于传统守望相助之外。中国农民通常是

从综合理性出发的，内含了经济理性。农民是精于算计的，单从农民行动的经济动机出发，只有行动能

为自己带来利益时，互助才会发生。中国农民传统的生存智慧，并不局限于一事一议，而是超越时空意

义上的多事多议。单就某件事而言，是助他的；而就一堆事而言，通常是互助的。因而，以利益反馈为基

础的邻里帮扶是这种现象的准确表达。一家有了红白喜事时会请酒，亲戚朋友会送礼、会帮忙张罗。这

种互通有无、互相帮扶、患难与共的周而复始，存续了农民守望相助的传统。

熟人规范是邻里帮扶和利益反馈上升为内生秩序的关键，是农民传统守望相助的文化内涵。农民的

守望相助行为只能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寻求合理解释。传统守望相助，是以中国农村差序格局下特有

的熟人规范为基础，不以曲直而以亲疏论是非是村落文化较为普遍的现象。农民之间的关系是“以‘己’

为中心”，“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P27）。一张张复杂的人情或血
缘关系网络，都是围绕“家庭-家族”本位形成的，人们因熟悉而产生信任，因信任而互助合作。熟人规范
决定了农民之间必须礼尚往来，知恩图报。“村社范围内有自己的人际协调规则，生活其中的村民谙熟这

个规则，并自觉地遵守它。而村民一旦逾越了这一规则，其可能面临村社范围内的处罚，即人们可能予

以其负面的评价，并在生产生活中孤立他”[5]（P105）。任何有悖于村庄地方性规范“留活路、讲情面、内
外有别”的行为图式，都会受到来自农村社会的压力、孤立、排挤、惩罚。可见，守望相助是中国传统农村

社会特有的内生规范，是农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不假思索的基本行为准则。

（二）现代内涵：合作互助、利益交换与公正法治

现代守望相助，是指农民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农村公共空间的拓展所形成的，以

法理为主线的信任合作型互助及其生产生活状态。其内在规定性是信用信任纽带下的有条件互助、全领

域互助、工具型互助的有机统一体。外生于现代契约社会，作用于几乎所有具备条件进行合作互助的领

域，注重效率等工具意义，强调互利共赢。相较于传统守望相助，现代守望相助注重参与者的利益交换

能力，强强合作互助特征明显，而能力贫困者极有可能被置于其外。

“合作互助—利益交换—公正法治”是现代性嵌入背景下所衍生的，基于交易理性而形成的守望相
助的现代内涵。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守望相助，强调以契约为基础的利益交换和合作共赢，更为注重等价

的、实时的获取。由于中国农民守望相助依然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中，因此，基于传统关系理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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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交易理性的交融耦合，多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现代和越来越少的传统。嵌入型互助与内生型互助的

交汇融合，在不同农村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现实表征，形成了多种形式的传统与现代兼备的复合式行为规

范。从本质上看，现代守望相助是以合作型信任为基础的农民自主性互助，是基于发展理性的社会内涵、

经济内涵与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体。

合作互助是农民现代守望相助的社会内涵，它体现了自主性互助对自发性互助的超越发展。自主性

互助是建立在更具外在约束力的契约型信任或更具自我约束力的合作型信任的基础之上，能彰显组织

依附的现代张力。在农民传统自发性的邻里帮扶难以满足农民发展需要时，合作互助便以不同形式应

然而生。如果说人情是传统农村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润滑剂，那么契约则是现代农民实现

利益联结、权利分享、责任共担的催化剂。相较于农民传统的邻里帮扶，合作互助更能承载农村公共空

间的拓展，更能超越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缓急相援、敦亲睦族的空间局限，进而由村内互助拓展至村村互

助、村内外互助，由熟人互助拓展至半熟人互助、生人互助。合作互助强调诚信，主张通过正式的规则条

款达成正式的合作关系。信任与契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信任是互助的前提，契约是互助的保障，信任

与契约兼具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助关系。其中的契约互助，强调利益交换的等价性、实时性，超越了传统

邻里帮扶中利益交换的不完全对等性和滞后性，但也导致了传统基于情理的互助精神一定程度的丢失。

利益交换是合作互助的前提，是农民现代守望相助的经济内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

展，农民的生存价值追求也逐渐向发展价值转化，形成了资源共享、共建共享、合作共享等多样化的利益

联结形式。面对市场契机，一些农民联合起来，通过亲戚朋友推荐外出打工，成立合作社，合办企业，共

建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联手开拓市场，吸纳海内外资源回乡建设等。有了利益联结，就会产生利益交

换中的利益分享和责任分担等问题，就会产生与情感联结的关系处理问题。此时，传统人情社会中与契

约合作不相适应的部分就会面临“利益”与“面子”之争，其最优的结果是形成以信任为基础的长期合作

共赢，处理不好就会以牺牲情理为代价，利益进，面子退。

公正法治是合作互助与利益交换得以有序有效运行的价值规范，是农民现代守望相助的文化内涵。

现代社会中农民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是以亲情、友情、利益为内核的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利益关系，传

统人情社会与现代法治社会交叉融合。人情面子这种非正式制度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正式制度

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亲情大、友情大还是利益大的问题。如果超越二元对立的局限，就会发现其

背后的关键是“理大”，至亲至情在于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公正法治是“理”的现代载体，是情理与法

理的有机整合，是新时代农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的根本行为规范。公正法治之所以深入人

心，是因为它既是传统人情面子的时代转换和提升，亦是处理和优化现代社会关系的基本价值规范。公

正法治下的农村新型关系，是传统关系与现代关系的洽合，集活力与和谐于一体，因而有助于各方互利

共赢的形成，有助于习俗信任、亲情友谊等传统美德的传承，从而形成“亲”“情”“利”之于理的新秩序。

二、农民守望相助的存续逻辑与“存续之困”

农民守望相助的呈现方式，会随着农村社会的改变而改变。在传统农村社会，农民守望相助是自发

的、内生的、私人领域的、伦理本位的、生存理性的。历经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

建设的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民守望相助逐渐演变为自发与自主、内生与外生、私人领

域与公共领域、伦理本位与经济本位、生存理性与发展理性多种形式的组合，传统内涵在逐渐消解但并

未消失，现代内涵在逐渐衍生但并未定型，过渡性的混合特征突出。总体上，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农民守

望相助重建滞后，出现了互助精神阶段性缺失的“存续之困”。

（一）农民守望相助的存续逻辑

探寻存续逻辑，旨在揭示农民守望相助遇到的时代变局、应变机理以及历史演进中变与不变的规

律性，为新时代继承、扬弃、超越传统守望相助提供依据。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在互利与利他、嵌入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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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价值与工具的二元关系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抑或是整合优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共富”等，开辟了农民互助的新高度和新征程，“国家—社会—农民”的协同
互助值得期待，这会给农民互助的中国底色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农民守望相助传统的存续价值凸显。1.
人民公社时期的守望承袭与互助固化。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重构了农民守望相助，形塑了以社会主

义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民生产生活互助，属于以计划性嵌入为内核的综合型互助。由于农民传统守望相

助的空间条件保存完好、所倡导的互助精神与人民公社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嵌入

式互助与传统内生型互助因而呈现出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态势，互助的伦理价值和工具价值、互利和

利他携手并进。农民互助在守望承袭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并在“大集体”中制度性固化。此时，农民互助

的广度、强度和力度空前，但传统自愿性质的民间守望相助似乎变成了自愿与强制结合的经济社会互助

行为，前期农民自觉自愿更多，后期被动服从更多。人民公社后期，由于过度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农民

福祉，磨洋工、损公肥私、瞒产私分等现象时有发生，农民互助的积极性明显降低，政社合一的互助制度

面临整体性解构。2. 新时期的守望消解与契约建构。改革开放以后，计划向市场、封闭向开放、传统向现
代的转型，冲击着农民传统守望相助存续的社会条件和公共性基础，引致了传统守望相助的逐步消解。

农民互助开始向现代转型。这种以现代性嵌入为内核的契约型互助，注重互助的工具价值和互利性，但

其与传统内生型互助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一度被忽视，呈现为阶段性的现代进而传统退的单向格局。伴随

着农民流动和现代性的乡村嵌入，熟人社会的关系结构被不同程度地解构，出现了个体化过度而组织化

滞后问题，消费者付费的市场规则逐渐盛行，表征着农民传统守望相助影响力的不断下降。守望相助虽

承受转型之困但并未消失。它依然在人际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以同乡会等衍生形式通过人情社会在

生产领域顽强地承袭。毕竟，市场中以利己为出发点基于利益博弈的合作行为的客观效果有可能是同

时利他。毕竟，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的嵌入，具有抑制契约建构可能引致的过度功利化倾向的作用。3.
新时代的守望悬浮与合作互助。步入新时代，首先面临的是守望悬浮难题。农民互助观念迷茫混乱，人

际关系越来越理性化甚至冷漠化，关系理性出现了私利化甚至腐败化倾向，互助行为日趋契约化和利益

化，村庄内聚力大不如从前。要解决农民守望悬浮问题，就必须挖掘契约建构中的合作互助功能，并创

造条件向信任合作互助拓展延伸，实现合作互助的可持续；要利用守望相助在温暖情怀、敦亲睦族、共

栖共生、是非标准、道德规范上的新时代意义，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优秀精神文化。传统守

望相助向人民精神世界的嵌入，必然会使其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新时代的乡村文明建设，为传统守望相

助与现代守望相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最终实现情理与法理有机整合意义上的“熟人—生人”全覆
盖、“私人—公共”全领域、“价值—工具”全方位的新型农民守望相助的重要抓手，彰显合作互助在促进
嵌入与内生、传统与现代、互利与利他结合上的优势，最终达到传承传统人情互助、经由现代契约互助、

最终走向新型信任互助的理想状态。

（二）农民守望相助存续之困

农民守望相助的存续之困，源于其现代转型，出路在于尽快推进其新时代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国

家与农村关系的变动改变了农民互助制度、政策与实践，主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

以来，农民互助的转型、困顿与重建成为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三位

一体”的经济合作思想以及乡村振兴、精准脱贫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举措，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农民

互助理论亟待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农民互助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1）合作型互助的兴起与解构。小农生产是
农民贫困的根源。我们党的任务在于领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

路，实现规模化和公有制。政党/政府主导的农民互助组织，历经革命年代的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变工
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直至政社合一被整体解构。（2）混合型互助的衍生与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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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支持、乡村建构、市场为用的“混合型”互助组织和政府主导的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

助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农民互助呈现形式的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但至今，“国家—社会—农民”的协同
互助远未定型，农民互助碎片化依然是瓶颈。

农民守望相助正在遭遇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困。它彰显于农民互助精神的阶段性缺失，即基于传统

习俗型信任的互助精神弱化，而基于现代合作型信任的互助精神滞后。原因在于，农村社会重自主轻控

制、重权利轻义务的不彻底的个体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制度组织感召力的作用一度受限。千百年来，以

村庄为纽带的农民生产生活习惯世代相沿，使有无相通、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精神积淀升华为中华民

族根深蒂固的优秀传统，并以不同的历史形态镌刻于农民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出现了多元分化、异质交错、不均凸显等典型转型特征，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功利化、个体化、去主

流化等趋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伴随着农村公共领域的生长和公共空间的拓展，农民互助精神

开始走出低谷并出现了低水平生长态势。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农民守望相助转型重建的关

键期，亟待依托乡村振兴来破解转型之困，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分散的马铃薯”形象。

与此同时，农民守望相助在向现代转型中面临存续之困。它源于基于传统守望相助的农村公共性

基础的解构，以及传统守望相助的内在规定性及其存在条件与现代性嵌入之间的调适滞后。这使农民

在基于传统关系理性的熟人互援互助向基于现代交易理性的信任合作互助的历史转型进程中丢失了一

些本不该丢的好传统。农民守望相助，依附于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关系结构，关系是依据差序格局而运

行，“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

中发生意义”[4]（P30），故团体道德缺乏，公私冲突。可见，农民传统守望相助在本质上是作用于私人领
域而非公共领域的。这意味着，它会伴随传统关系结构的现代性冲击而趋于解构，并在日益兴起的农村

公共领域难以发挥作用。

三、新时代农民守望相助的存续策略

探讨新时代农民守望相助的存续策略，必须聚焦问题，着力破解存续之困。要瞄准农民守望相助的

新时代化难题，着力创造条件和完善机制，推进传统情理与现代法理、传统互助与现代互助的整合，最终

实现碎片化互助向体系化互助的转变，确保守望相助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的农村传承利用

和发扬光大，增进农民群体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农民的公共福祉。

（一）加快推进农民守望相助的传承发展

加快推进农民守望相助的传承发展，要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体现乡村振兴和时

代新农民培育的现实诉求，并依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互助体系的重建，来实现传承与创新的

有机结合。首先，要确立邓小平提倡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和习近平提倡的“铸就守望相助、天下同心

的人间大爱”的目标。针对传统和现代守望相助的局限，着力建构新时代农民守望相助的大格局，尽快

实现由不均衡到均衡、由不全面到全面、由不彻底到彻底的互助转型，彰显社会主义先进制度的独特优

势。其次，要依据“三全”原则完善农民守望相助的内在规定性。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形势，借助农村

公共空间拓展和公共精神的培育，将现代法理精神和传统情理精神同时融入守望相助的新时代化之中，

力求尽快实现农民守望相助的“熟人—生人”全覆盖、“私人—公共”全领域和“价值—工具”全方位，彰显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互利共赢的力量。进入新时代，既不能像传统守望相助那样排斥生人、排斥公共领域、

忽视工具理性、弱化法理，也不能像现代守望相助那样排斥穷人、忽视价值理性、弱化情理。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碎片化互助向体系化互助转变，真正满足农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第三，要畅通“三结合”实现路

径。借助“政府—社会—农民”的互构来推动外嵌型互助与内生型互助的有机结合，借助社会主义先进
制度与市场经济活力的共显来推动传统型互助与现代型互助的有机结合，借助情理与法理的整合来推

动互利型互助与利他型互助的有机结合，力求尽快攻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农民守望相助重构滞后的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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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制约，彰显其在新时代的巨大张力。

（二）着力创造农民守望相助的生成条件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促成新时代中国农民守望相助存续的关键，集中体现于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提高守望相助的广度、力度和效度。先进制度的组织感召力和集体主义互惠互助观的落地，为创造农民

守望相助的具体条件生成提供了有力保障。（1）利益关联。本质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
的利益有关”[6]（P82）。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逐渐由传统的情感站位演变为利益
站位。越来越多的情景下，是利益驱动农民的分分合合，有利则合，无利则分。新时代利益关联的优化，

重在拓展能将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与农民个人利益有机结合的公共空间，在合作互助中实现各方共赢，

突破农民传统守望相助公共领域缺位的局限。（2）情感联结。传统中国是人情国度 [7]（P162），农民互
助被视为情谊交换 [8]（P195-202），多发生于亲属、邻里之间。新时代情感联结的优化，重在挖掘守望相
助、扶危济困中与社会主义道德相契合的伦理价值，克服情大于法等观念局限，实现情理与法理的有机

整合，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文明和农民精神家园建设。（3）组织纽带。最早的组织纽带，依赖血缘、地缘联
结，包括氏族、家族与村社等。中世纪以后，出现了依赖业缘的组织纽带，包括行会、协会、联盟等。现代

社会催生了依赖抽象共同体的组织纽带，包括民族、阶级、国家等。新时代组织纽带的优化，重在培育好

具有公共精神支撑的能聚合公共领域和公私混合领域的新型组织，包括公共论坛、道德协会、网络社群

组织等，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着力打通公与私之间的桥梁，缓解公与私之间的矛盾冲突，强化地方性共

识对农民守望相助存续的基础支撑作用。通过加强组织建设，盘活农村，将农民真正动员起来，切实解

决农民组织化滞后的难题。（4）规则共享。中国农民传统互助多发生在熟人社会的情境中，它提供了不
成文、共识、共享的互助规则，其中帮助与回报他人均为个体不言自明的义务 [9]（P167-175）。新时代规
则共享的优化，重在挖掘传统熟人互助的内生规范价值，在个人和组织信用体系的支持下进一步拓展至

生人社会，着力增进互助规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度。

（三）不断完善农民守望相助的机制

互助一般遵循从认同开始，到一种互助体相对定型或更新以实现参与者共赢的运行逻辑。因此，要

有针对性地完善农民守望相助新机制运行的诸要素。（1）农民身份认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时代新农
民的培育，有利于农民自豪感以新的形式回归，这是增进农民身份认同的时代强音。与此同时，参与互助

的农民应有共同的身份标志和发自内心的集体荣誉感，并以此作为彼此信任的基础和对外交往的资本，

彰显互助的内生力量和外溢效应。（2）互助者互惠。互助参与者共同遵循的互惠观念是，自己要报答那
些帮助过自己的人，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在一个互助体内，每个人都应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同时每个人遇到困难时都能得到他人的帮助。互惠为互助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农民互助实际上是一

种彼此互惠的行为，它包含了互惠和惠他的双重含义，而且多数情况下是强者对弱者的惠他行为，值得

大力提倡。（3）不合规者受罚。只接受帮助、有能力但从不帮助他人的人，在农村社会中会没面子，会受
到轻视、排斥、声誉受损，长此以往，甚至会被排斥在互助体之外而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体现了互

助行为中的权利与义务一致原则，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应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

事情，这是乡村文明的重要表现。（4）反馈支撑存续。互助行为的周而复始，并不简单以货币的等价交
换为媒介，而是以现在或将来的、类同或不类同的、有形或无形的、物质或精神的多种形式的反馈为媒

介，并且它们并不一定等价。这其中，隐含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等现代意义，值得传承和发扬光大。

彰显社会主义理想的农民守望相助应是建立在公共精神之上的，农民守望相助的新时代化难题必

须攻克，时代新农民必须培育，吸引“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环境必须优化。能担大任的时代

新农民，必须有体现人间大爱的互助精神。新农村建设以来，培育了一批农村精英。然而，一枝独秀不是

春，万支独秀也不是真正的春，万众一心才能春意盎然。新时代的农村精英，必须适时成长为大写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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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制度人、政治人，才能成为乡村振兴的领路人和精神脊梁，带领普通农民劲往一处使，在互助互济

中成就乡村振兴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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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Reciprocal Help and Neighbourliness in New Era

Wu Chunmei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Reciprocal Help and Neighbourliness, a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 has derived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eanings, with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referring to neighborhood help, interest feedback and ac-
quaintance norms, and the modern one referring to contractual mutual help, interest exchange, fairness and
rule of law. During the people’s commune period, keeping watch was inherited from the past and mutual help
was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irit and practices of keeping watch has
gradually vanished and mutual help is built in a contractual way. In New Era, the spirit of keeping out of the
virtue is not grounded and mutual help is built in a cooperative way. During the modern transition process,
the spirit and practices of reciprocal help and neighbourliness experience the dilemma that the spirit of mutual
help is absent periodicall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meaning of reciprocal help and neigh-
bourliness, and to integrate common sense with law spirit, we should generate conditions including interest
correlation-emotional connection-organizational bond-rule sharing, perfect the mechanism with the core mean-
ing of recognition-reciprocity-penalty-survival, and build mutual help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full coverage,
full area, all-round, and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 and practices of reciprocal help and neighbourliness
in the countryside in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Peasant; Reciprocal Help and Neighbourliness; Cooperative Mutual Help; Interest
Exchange; Mutual Benefit;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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